
摘 要：股东利益至上的商业企业能否嵌入社会福利逻辑，整合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对于社会创业发生和促进共同富

裕意义重大。本研究基于样本调查，从印记理论出发，探讨环境和经历两种印记源如何促发商业企业嵌入社会福利逻

辑。多元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创业者亲社会印记源对商业企业社会福利逻辑嵌入有显著作用，并通过亲社会印记的社会

移情能力、社会责任认知和社会自我效能发挥中介作用。研究还发现不同印记源作用效果和机制存在差异。本研究丰富

了印记理论属性内容，区分了不同印记源效应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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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西方早期主流经济学提出“经济人”假设，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商业企业最主要的目标，认为企业的主要

职责在于为股东赚取足够多的利润。正如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1962）所言：“在自由经济体系内，企业

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利用资源在游戏规则内，从事增加利润的商业活动”[1]。在这种信条下，商业企业被视

为纯经济的，经济价值成为衡量其是否成功的唯一尺度。

然而社会嵌入理论指出人类经济行为本质由各种社会因素促成，经济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也只是实现社

会目标的一种手段。如果割裂经济与社会的联系，经济本身不可能取得长远发展[2]。对商业企业而言，如果

无视自身社会主体地位一味追逐经济利益，同样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3]。近几年发展迅速的社会创业正是

对这一观点的很好诠释。社会创业是以社会价值为优先目标，兼具市场化运营能力的新型创业形式，融合

了“商业”和“社会福利”两种逻辑，打破了经济与社会完全割裂的界限[4]。从实践来看，很多商业企业，比如

微软的全球社会公益创业项目（GSEP），马云、王健林、牛根生所创建的企业等都在尝试社会企业混合逻辑模

式，用商业办法解决社会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018年的中欧社会责任主题论坛也提出社会问题的

解决需要打破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鸿沟，让千千万万的商业企业转型为社会性企业。传统上，“商业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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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是商业企业的基本信条，而“社会福利逻辑”是非营利组织的基本信条，两种逻辑是他们相互区别的显著

特征[5]。但当今越来越多的商业企业家选择在自身企业中嵌入“社会福利逻辑”[6]，参与社会创业，促进共同

富裕。这引发了学者对其动因的大量探索。

以往学者对社会福利逻辑嵌入动因提出三种观点：利润最大化、社会需求压力和利他主义。利润最大

化观点认为社会福利逻辑工具化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商业企业嵌入社会福利逻辑能够获得税收优惠，从

而获得直接经济利益[7]。社会需求压力观点指出随着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外部性越来越关注，企业为了

塑造良好的形象，嵌入社会福利逻辑以获得更多消费者青睐，从而获得间接经济利益[8]。利他主义观点则指

出商业企业嵌入社会福利逻辑完全是企业无私奉献，体现良好社会道德的行为[9]。上述研究丰富了人们对

商业企业嵌入社会福利逻辑动因的认识。但现有观点中，前两种暗含了社会福利逻辑的嵌入是完全被动的

选择，这无法解释商业企业为什么不选择相对简单的慈善捐赠实现上述目标。利他主义观点虽然强调主动

性，但如果是要完全地奉献社会，同样可采取企业社会责任模式实现，对于商业企业家为什么要自身介入其

中的现象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另外，现有研究仍遵循传统的制度理论和一般创业逻辑，从个体所处的制

度、环境及其心理等当期角度分析嵌入原因，始终没有摆脱去历史化问题。

印记理论认为组织的决策是历史因素和当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0]。作为影响企业决策的历史因

素，不完全是商业性的，存在以亲社会为特征的因素。这些历史因素在印记的作用下促发个体和组织产

生社会使命感，形成亲社会印记[11]。亲社会印记使得商业企业家的行为逻辑和决策机制具有自身的偏好

和复杂性。然而亲社会印记的来源与社会福利逻辑嵌入关系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其作用黑匣子尚待

进一步明确。

亲社会印记源及其带来的印记是影响商业企业嵌入社会福利逻辑的两个重要因素。亲社会印记源代

表了企业家决策的动力源，而亲社会印记则显示的是印记源影响的结果特征。因此，为理解两者与商业企

业嵌入社会福利逻辑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上述逻辑放在商业企业家群体中考察，将过去的环境和经历视

为印记的两个来源，分析不同亲社会印记源对社会福利逻辑嵌入的作用机制，同时考察不同印记源发生作

用的过程以及影响社会福利逻辑嵌入的差异性。本研究在以下方面做出贡献：（1）从内容属性角度拓展印

记理论。现有印记研究主要以“经济利润最大化”的单层印记为主，印记的社会属性被严重忽略。本研究讨

论的亲社会印记源及其作用机制丰富了印记内容。（2）回应现有印记理论只关注“显性的成功印记”而忽略

“隐形印记”的问题。商业企业家从事的活动是以低成本、高效率为主题的竞争性场域，这种情境下主导的

自然是经济利润至上的商业逻辑。本研究拟以商业创业者为样本，检验被激发的亲社会印记促使社会福利

逻辑嵌入商业企业的可能性，对隐形印记问题做出回应。（3）对不同印记源进行分析，区分不同印记源印记

效应的差异性。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印记理论首先由Stinchcombe（1965）引入组织领域[12]。根据印记理论，印记是组织或个体在敏感时期形

成与特定环境相匹配的特点，尽管后续环境发生变化，但这些特点持续对组织或个体产生影响，从而融入组

织战略选择时的因果背景[10]。从印记阶段来看，关注点包括印记产生的初始敏感期。在此期间，主体通过反

映所处的环境特征产生印记。其次为印记的维持阶段。印记的维持并不意味着印记永远不变，一些因素可

能会导致印记的扩展或退化。不管何种变化，主体会根据当时的环境保持原有印记功能或改变原有印记功

能，对于不适用的则会出现退化，此阶段还可能产生二次印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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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记属性来看，现有研究聚焦于商业企业中“经济利润最大化”方面指标，以单层印记为主。不论是

起源、作用过程还是结果都围绕“商业属性”展开[14]。然而，社会嵌入理论认为，人类行为由各种社会因素促

成的，经济利益只是实现社会目标的一种手段，即使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企业也无法割裂经济与社会

的联系，商业企业活动同样蕴含社会属性[15]，也就是说商业企业行为可视为“商业逻辑”与“社会福利逻辑”的

叠加（见图1）。“商业逻辑”主张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社会福利逻辑”主张从社会视角思

考问题，追求社会目标。一个组织，如果商业逻辑占主导地位，则表现出逐利性，极端情况甚至表现为以牺

牲社会为代价追求自身利润（图1最左边）。如果社会福利逻辑占主导地位，则表现出社会性，极端情况为完

全的公益行为（图1最右边）。如果两种逻辑能够取得很好平衡，则表现出社会创业行为（图1区域 II）。传统

商业企业都属于区域 I，他们在商业逻辑主导下，行为以自身经济利润最大化而非社会为出发点。

Ⅱ

图1 商业逻辑与社会福利逻辑叠加图

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商业企业跨越区域 I进入区域 II。这些企业商业逻辑主导地位逐渐弱化，社会福利逻

辑凸显，表现出社会创业行为[16]。主导逻辑的变化并不能自动形成。根据印记理论，在新环境下，一些隐形

印记作用凸显，影响组织或个体发展轨迹[10]。叶文平等（2022）研究发现从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而来

的家族企业尽管改制后由家族控制、管理，但国有或集体性质的公有制印记深刻影响着私营企业社会责任

行为，更具有社会导向性[17]。因此，我们提出商业企业中可能存在亲社会印记促使社会福利逻辑嵌入，促成

社会创业的发生。

（二）研究假设

1. 亲社会印记源与社会福利逻辑嵌入

根据印记理论，组织印记主要来自创建者和成立时的外部环境。而企业家个体印记主要来自敏感时期

塑造化经历，具体包括社会环境、教育、工作经历等[18]。依据这些结论，本文提出亲社会印记源包括成长环

境、工作经历和教育经历。

成长环境包含了一系列与政治、经济和文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习俗，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并

被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通过印记作用将一些特征刻画到个体或组织上，在未来对个体或组织

产生影响。亲社会成长环境是指主体成长在社会导向很强的环境下，比如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奉献、社会公

平正义等环境中。这些环境给主体留下与社会目标价值追求一致的认知、能力和资源印记，未来会促进主

体行为表现出社会倾向性[19]。根据组织社会学习理论，个体家庭构成了一个人最重要的早期成长环境，而与

父母的互动又是最具影响力的[4]。

工作经历也是创业者进行创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印记源。因为创业机会的发现受先前市场信息、服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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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方式和对顾客的了解等方面的影响[20]。亲社会工作经历是指个体有着社会导向很强的工作经历，比如非

营利组织、慈善基金会或社会服务类机构等。这些工作经历要么培育了与社会福利逻辑相一致的思维方

式，要么带来了激活社会福利逻辑所需的知识技能或资源。亲社会工作经历使得个体对社会福利逻辑有着

更多信息、资源，而且有着更好的理解。

教育能帮助个体培养特定的思维模式。如同商业课程为受教育者培养出商业逻辑和行为方式，个体接

受过社会目标导向的教育或培训，比如商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社会组织管理等，相应也更可能产生社会

导向型逻辑。这种亲社会教育要么为个体提供了与从事与社会福利逻辑相一致的工作流程、知识体系，要

么与工作经历类似，为个体提供了熟悉的背景知识，使得他们在选择时总会偏好自己熟悉的领域[21]。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a：有着亲社会成长环境的企业家更有可能在商业企业中嵌入社会福利逻辑。

H1b：有着亲社会工作经历的企业家更有可能在商业企业中嵌入社会福利逻辑。

H1c：有着亲社会教育经历的企业家更有可能在商业企业中嵌入社会福利逻辑。

2. 亲社会印记与社会福利逻辑嵌入

亲社会印记大小取决于社会移情能力、社会责任认知、社会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22]。考虑到本研究关注

的是主体嵌入社会福利逻辑的内生动因，而非外生因素，因此，作为外生因素的社会支持暂不考虑，本研究

主要考察前三项。

社会移情能力通常被认为是感知别人情感的能力，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移情和亲社会行为关系以及移情

和利他主义假说展开。两方面研究都认为移情是人类关心他人的促发点，是一种与他人所处情境更适应的

情感反应。这个过程常常发生于个体对移情对象的观察，移情对象本身或移情对象情境使观察者情感产生

了替代性体验，进而引发亲社会倾向[23]。这个过程主要通过移情忧伤来实现，也就是说，当个体观察到移情

对象处于忧伤或需要帮助的情境中时，个体情感上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由此我们推断，一个有着较高社

会移情能力的商业企业家在遇到社会问题或需要帮助的群体时同样会表现出更高的移情忧伤，所以他们往

往更有可能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行动，嵌入社会福利逻辑。

社会责任认知作为一种主观的行为规范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个体所处的社会责任规范通过指令

式的方式对个体产生行为压力，影响个体在行为方式上做出符合社会责任要求的选择。这样个体所认知到

的主观社会规范会引导个体采取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因而，社会责任同一性作为一种自我调节机制，为

个体设置参照标准并激发具体的社会责任行为[24]。由此我们推断，在面临各种社会问题时，如果商业企业家

的社会责任认知越高，那么他在可选择时更有可能采取行动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自我效能是个体对于自己完成一项计划所认知到的自我能力。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自

我效能直接作用于人的思维、动机，从而促成特定行为的产生。在创业领域，先前的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是创

业者选择创业的一个重要前因变量[25]。有学者就社会自我效能在社会创业中的作用特别指出，社会自我效

能与一般的自我效能是有差异的。一般自我效能强调个体对于创建新企业的信心程度，而社会自我效能是

指个体对于自己能否解决社会问题或改善现有状况的信心程度，并认为社会自我效能是促发个体参与社会

创业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22]，由此我们认为，随着能力和资源的积累，商业企业家如果对于自己能够解决社

会问题更有信心，则更有可能从社会角度思考问题，并采取相应行动，嵌入社会福利逻辑。

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社会移情能力越高的企业家越有可能在商业企业中嵌入社会福利逻辑。

H2b：社会责任认知越高的企业家越有可能在商业企业中嵌入社会福利逻辑。

H2c：社会自我效能越强的企业家越有可能在商业企业中嵌入社会福利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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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亲社会印记的中介作用

不管是亲社会成长环境、工作经历，还是教育经历，都提供了近距离接触、了解社会问题对象的可能，使

得企业家更有可能发现社会问题，也更有可能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进而更深地了解问题对象的需求。近距

离与目标群体接触的主体有着更高的社会移情性[26]，因此，企业家更可能对处于问题中的群体产生情感上的

反应，从而激发他们嵌入社会福利逻辑。

社会责任认知是社会福利逻辑嵌入的一个重要前因。影响社会责任认知的因素很多，比如个体经历中

接触到的价值观、观点等。特定行为对别人所产生的影响的感知程度或某一行为所带来的影响社会的认可

程度都会形成特定的社会责任认知水平[27]。据此，我们认为有着亲社会印记的企业家，他们的成长环境、工

作经历和教育经历会给他们带来与之相一致的认知标准，这些标准会对他们形成规范性认知约束，从而产

生较高的社会责任认知。进而，较高的社会责任认知促使主体思考问题时更有可能站在社会的角度，从而

嵌入社会福利逻辑。

亲社会印记源与社会自我效能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印记源提供了相关信息，

使得行为者能够更好地评估所处的形势，从而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提高其完成任务的自信心；另一方面，

亲社会印记源本身会使得行为者具备更多的相关能力和技能，使得对于如何完成任务更加胸有成竹，从而

提高自我效能水平。由此可以推断，亲社会印记源使得企业家一方面感受到曾经熟悉的经历增加了自身对

类似问题的理解能力，另一方面，曾经的经历会使得他们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这也使得他们认识到自己

更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形成主观上愿意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从而嵌入社会福利逻辑。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3a：亲社会成长环境与社会福利逻辑嵌入之间的关系受到社会移情能力、社会责任认知和社会自我效

能的中介作用。

H3b：亲社会工作经历与社会福利逻辑嵌入之间的关系受到社会移情能力、社会责任认知和社会自我效

能的中介作用。

H3c：亲社会教育经历与社会福利逻辑嵌入之间的关系受到社会移情能力、社会责任认知和社会自我效

能的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为验证上述假设，本研究依据前人研究设计问卷，通过不同渠道收集数据，基于调研数据，对各变量信

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一）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社会福利逻辑的测量借鉴Battilana等（2012）的做法，从结果和方式两个维度进行测量[4]。结果端包含两

个题项，分别为“我的企业自己主动开发了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机会”和“我正在做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事

情”。根据创业理论，资源及其分配是创业活动核心，因此本研究从四种不同的资源供应者角度对方式端进

行测量，具体包括投资者、员工、顾客和供应商，并分别设计“企业的投资者对本企业进行投资是为了做对社

会有意义的事情”“企业的员工或志愿者工作是为了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企业顾客或受益者的选定是

基于社会意义”和“企业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选择与本企业合作是基于社会意义”。所有题项均采用五级量

表测量，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最后以均值作为各变量的测度。

陈 艳，金仁旻：印记视角下商业企业社会福利逻辑嵌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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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变量

自变量测量参考Hockerts（2015）的研究[27]，亲社会成长环境包括父亲或母亲处理社会问题的工作经历、

社会公益组织经历、父亲或母亲对公益组织知识的了解等情况。亲社会工作经历包括自身处理社会问题

的工作经历，自身在非营利组织、慈善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当志愿者或工作的经历。亲社会教育经历包括社

会组织知晓度、所学专业社会目标性、社会组织知识培训经历等。根据这些维度设计量表问题进行测量，

最后以均值作为各变量的测度。其中，亲社会成长环境中父母工作经历的题项包括“您父亲或母亲有一些

处理社会问题的工作经验吗？”“您父亲或母亲曾经在社会公益组织里工作过吗？”“您父亲或母亲对社会公

益组织很了解吗？”；亲社会工作经历题项包括“您有一些处理社会问题的工作经验吗？”“您曾经在社会组

织里，包括非营利组织、慈善基金会等当过志愿者或工作过吗？”；亲社会教育经历题项包括“您对社会组织

很了解吗？”“您认为您所学的专业有社会目标导向吗？”“您创建企业前曾经接受过社会组织相关知识的培

训吗？”。

3.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社会移情能力测量包括对弱势群体理解能力、情感反应和同情心等情况。社会责任认知测量

包括帮助穷人的自我道德责任感、帮助弱势群体的责任意识、对社会正义的认知、帮助弱势群体的社会道德

标准认知等。社会自我效能测量包括自我处理社会问题信心、解决社会问题办法难易程度认知、解决社会

问题社会参与可能性认知等[27]。从这些维度设计问题，通过五级量表打分，最后以均值作为各变量的测度。

其中，社会移情能力测量题项包括“想到弱势群体时，我能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看到处于弱势的人

时，会引起我情感上的反应”“我对社会上处于弱势的人们有同情心”；社会责任认知题项包括“帮助比我们

穷的人是我们的道德责任”“我们有义务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社会正义要求我们帮助穷人”“帮助社会

上弱势群体是社会的一个道德标准”；社会自我效能测量题项包括“我深信如果我想处理一些社会问题，我

是能做出一些贡献的”“我能找到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的”。

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控制了一些个体层面和企业层面可能影响企业家决策的因素，个体层面包括创业者年

龄、性别、教育水平和职务等，组织层面包括行业、企业建立时长、企业规模、企业类型以及企业政治关联，分

别赋值以区分[28]。

（二）数据收集

数据通过问卷收集。为保证问卷科学性，数据收集按照规范的研究过程进行阶段性检测。在正式发放

问卷之前，与相关领域专家、博士研究生以及企业家进行座谈，核实每个题项测量的可行性。确定初稿后，

首先在安徽**学院MBA班进行测试、修正，最后形成终稿。正式调查通过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安徽**政
策评估中心以及徽商商会三种渠道发放问卷。虽然这些组织是地区性的，但其业务范围并不局限于特定地

区。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开展了“西部行”“东北行”和“中部行”等活动，使得其社会网络遍布全国。安徽**
政策评估中心与全国各地方**学院及企业有着广泛的业务往来。徽商各地商会虽然成员是徽籍商人，但他

们与当地乃至全国的企业家有着广泛联系。这些都保证了数据收集有很好的覆盖范围。数据收集持续近

五个月。第一种渠道通过网络和邮件方式发放，前后共收集问卷284份。第二种渠道除了通过网络和邮件

方式外，还通过企业家论坛收集问卷，前者共收集了74份，后者收集了17份。第三种渠道利用课题组成员

作为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点招标课题项目成员赴全国各地徽商商会调研时发放网络问卷和面对面

填写问卷，收集网络问卷65份，纸质问卷宁波7份、兰州4份、深圳28份。累计收集问卷479份。通过数据清

洗，192份问卷存在关键信息缺失，7份出现矛盾信息，予以剔除，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8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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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度和效度检验

问卷信度采用成熟指标Cronbach a系数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Cronbach a系数都在 0.7以上，说明量表

有很好的信度。问卷效度包括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本问卷是基于文献以及专家访谈方式，经过三轮修改

形成，故其内容效度是可靠的。结构效度主要考察问卷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各题项在显著性水平下标

准化载荷均大于0.5，相应AVE值基本满足经验值要求，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表1给出了区分效

度检验结果，表中对角线上黑体数据为AVE值，对角线下方为各变量相关系数平方，上方为各变量间相关系

数。可以看出，主要变量满足区分效度要求，因此问卷通过效度检验。

表1 主要变量均值、标准差及区分效度检验

变量

社会福利逻辑

亲社会成长环境

亲社会工作经历

亲社会教育经历

社会移情能力

社会责任认知

社会自我效能

均值

3.908
3.211
3.745
3.450
4.163
4.040
3.990

标准差

0.888
1.156
0.972
0.995
0.814
0.905
0.823

1
0.681

0.194
0.300
0.341
0.335
0.387
0.510

2
0.441**

0.695

0.189
0.389
0.075
0.111
0.184

3
0.548**

0.435**

0.564

0.511
0.263
0.271
0.367

4
0.584***

0.624***

0.715***

0.651

0.138
0.170
0.299

5
0.579***

0.273***

0.513***

0.372***

0.618

0.540
0.457

6
0.622***

0.333***

0.521***

0.412***

0.735***

0.662

0.510

7
0.714***

0.429***

0.606***

0.547***

0.676***

0.714***

0.712

注：受篇幅限制，控制变量未列出；*** p<0.01，** p<0.05，* p<0.1，下同。

四、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主要变量描述性及相关性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主要变量之间大都不相关，说明主要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可能性较小。为进一步

检验变量之间共线性问题，首先采取回归近似估计，并求出VIF值，结果VIF=4.04，进一步验证了主要变量间

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可能性较小。

（二）回归分析

表2中模型A1-A4显示的是自变量亲社会印记源与因变量社会福利逻辑关系实证结果。模型A1中只

包括控制变量。模型A2-A4中依次分别加入自变量亲社会成长环境、工作经历和教育经历。从最后的全模

型结果来看，亲社会成长环境（β=0.158，P<0.1）、亲社会工作经历（β=0.742，P<0.01）、亲社会教育经历（β=
0.563，P<0.01）与社会福利逻辑嵌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假设H1a、H1b和H1c得到支持。

表2 亲社会印记源与社会福利逻辑回归结果

变量

控制变量

亲社会成长环境

亲社会工作经历

亲社会教育经历

常数项

R2

模型A1
社会福利逻辑

控制

21.58***

（2.063）
0.026

模型A2
社会福利逻辑

控制

0.548***

（0.081）

14.72***

（2.053）
0.208

模型A3
社会福利逻辑

控制

0.336***

（0.083）
1.226***

（0.143）

10.48***

（1.910）
0.345

模型A4
社会福利逻辑

控制

0.158*

（0.095）
0.742***

（0.189）
0.563***

（0.140）
9.928***

（1.869）
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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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中模型B1-B4是社会移情能力、社会责任认知和社会自我效能与社会福利逻辑关系实证结果。模

型B1中只包括控制变量。模型B2-B4中分别加入变量社会移情能力、社会责任认知和社会自我效能。从结

果来看，社会移情能力（β=0.263，P<0.1）、社会责任认知（β=0.246，P<0.05）和社会自我效能（β=1.128，P<0.01）
与因变量之间正相关关系显著，因此，假设H2a、H2b和H2c得到支持。

表3 社会移情能力、社会责任认知、社会自我效能与社会福利逻辑回归结果

变量

控制变量

社会移情能力

社会责任认知

社会自我效能

常数项

R2

模型B1
社会福利逻辑

控制

21.61***

（2.064）
0.029

模型B2
社会福利逻辑

控制

1.305***

（0.107）

5.935***

（2.095）
0.374

模型B3
社会福利逻辑

控制

0.651***

（0.149）
0.600***

（0.101）

4.739**

（1.983）
0.446

模型B4
社会福利逻辑

控制

0.263*

（0.140）
0.246**

（0.099）
1.128***

（0.132）
2.853

（1.775）
0.556

表4中模型C1-C5检验了亲社会印记的中介作用。从模型C1可以看出，亲社会成长环境系数为0.152
（P<0.10），亲社会工作经历系数为0.737（P<0.01），亲社会教育经历系数为0.589（P<0.01），由此可以判断，三

者与社会福利逻辑嵌入之间关系均显著。根据Baron和Kenny（1986）定义的中介过程[29]，可以进一步分析。

由模型C2、C3可以看出，社会移情能力、社会责任认知作为因变量时，亲社会成长环境系数分别为0.038
（0.046）和0.084（0.068），系数不显著，而模型C4中社会自我效能作为因变量时，亲社会成长环境系数在P<
0.05的水平下显著。模型C5中社会移情系数为0.286（P<0.05），社会责任认知系数为0.219（P<0.05），社会自

我效能系数为0.848（P<0.01）。由此可以判断，亲社会成长环境和社会福利逻辑之间显著关系至少有部分是

通过自我效能实现的。对于社会移情性和社会责任认知的中介效应需要进一步做Sobel检验。

Zempa th y = 0.038*0.286/ 0.0382*0.1252 + 0.2862*0.0462 = 0.782
Zmoral = 0.084*0.229/ 0.0842*0.0932 + 0.2192*0.0682 = 1.131

前者P值大于0.1，后者P值小于0.1。表明社会移情能力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社会责任认知的中介效

应显著。因此，亲社会成长环境与社会福利逻辑之间显著关系通过社会责任认知和社会自我效能发挥中

介，假设H3a得到部分支持。

模型C2、C3和C4中，社会移情能力、责任认知和自我效能作为因变量时，亲社会工作经历系数均在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全模型C5中，三个变量系数均显著。由此可以判断，亲社会工作经历和社会福利逻辑

之间显著关系至少有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移情能力、责任认知和自我效能实现的。因此，假设H3b得到完

全支持。

由模型C2、C3可以看出，社会移情能力、社会责任认知作为因变量时，亲社会教育经历系数均不显著，

而模型C4中社会自我效能作为因变量时，亲社会教育经历系数在 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结合全模型C5
中，三个变量系数均显著，由此可以判断，亲社会教育经历和社会福利逻辑之间显著关系至少有部分是通过

中介变量社会自我效能实现的。对于社会移情能力和责任认知的中介效应同样需要做Sobel检验。

Zempa th y = -0.022*0.286/ 0.0222*0.1252 + 0.2862*0.0702 = -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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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oral = 0.024*0.219/ 0.0242*0.0932 + 0.2192*0.1032 = 0.230
P值都大于0.1，表明两者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亲社会教育经历与社会福利逻辑之间的显著关系

主要通过社会自我效能发挥中介作用，假设H3c只得到部分支持。

表4 社会移情能力、社会责任认知和社会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

变量

控制变量

亲社会成长环境

亲社会工作经历

亲社会教育经历

社会移情能力

社会责任认知

社会自我效能

常数项

R2

模型C1
社会福利逻辑

控制

0.152*

（0.096）
0.737***

（0.182）
0.589***

（0.133）

9.932***

（1.862）
0.413

模型C2
社会移情能力

控制

0.038
（0.046）
0.657***

（0.094）
-0.022

（0.070）

7.823***

（0.926）
0.302

模型C3
社会责任认知

控制

0.084
（0.068）
0.904***

（0.129）
0.024

（0.103）

8.507***

（1.351）
0.323

模型C4
社会自我效能

控制

0.090**

（0.043）
0.582***

（0.085）
0.109*

（0.063）

4.907***

（0.840）
0.439

模型C5
社会福利逻辑

控制

0.053
（0.077）
-0.158

（0.164）
0.481***

（0.117）
0.286**

（0.125）
0.219**

（0.093）
0.848***

（0.138）
1.511

（1.702）
0.610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主效应和中介效应分别进行稳健性检验。

1. 主效应稳健性检验

针对因变量，参考前人做法，原均值为4及以上的赋值为1，否则赋值0，以此来建立新因变量[30]，并采用

Logistic模型重新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假设H1a、H1b和H1c进一步得到支持。

表5 亲社会印记源与社会福利逻辑稳健性检验

变量

控制变量

亲社会成长环境

亲社会工作经历

亲社会教育经历

常数项

R2

模型AA1
社会福利逻辑

控制

-5.271
（11.13）
0.028

模型AA2
社会福利逻辑

控制

0.269***

（0.044）

-5.489
（8.635）
0.149

模型AA3
社会福利逻辑

控制

0.185***

（0.049）
0.584***

（0.100）

-7.734
（7.541）
0.264

模型AA4
社会福利逻辑

控制

0.133**

（0.056）
0.445***

（0.118）
0.163**

（0.080）
-7.160*

（3.822）
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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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

上述中介效应采用的是目前广泛使用的逐步法，但是这种方法近年来也受到一些质疑。基于此，本文

采用Bootstrap法进行检验。Bootstrap 法采取的是从原始样本中重复抽样的方法。Bootstrap 法有不同种抽

样方案，比较常用的是从给定的样本中有放回地重复取样以产生大量样本，通过新样本得到样本个数各系

数乘积的估计值，然后把它们按数值从小到大排序，其中第2.5百分位点和第97.5百分位点就构成ab的一个

95%水平下的置信区间，这样就可以进行检验了。如果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表明系数乘积显著。这种方法

是公认的可以取代 Sobel 法而直接检验系数乘积的方法[31]。本文选取在置信区间为95%，样本量为5000的
情况下对中介效应进行进一步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观察置信区间值发现，亲社会成长环境与社会福利逻

辑之间的社会责任认知、社会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结果与前面一致，但社会移情能力的中介结果不一致。

亲社会工作经历与社会福利逻辑之间的所有中介效应结论与前面完全一致。亲社会教育经历通过社会自

我效能对社会福利逻辑发生作用与前面的结果一致，但社会移情能力和社会责任认知中介效应与前面结论

不一致。

表6 社会移情能力、社会责任认知与社会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路径检验

亲社会成长环境-社会移情能力-社会福利逻辑

亲社会成长环境-社会责任认知-社会福利逻辑

亲社会成长环境-社会自我效能-社会福利逻辑

亲社会工作经历-社会移情能力-社会福利逻辑

亲社会工作经历-社会责任认知-社会福利逻辑

亲社会工作经历-社会自我效能-社会福利逻辑

亲社会教育经历-社会移情能力-社会福利逻辑

亲社会教育经历-社会责任认知-社会福利逻辑

亲社会教育经历-社会自我效能-社会福利逻辑

效应值

0.220
0.264
0.432
0.622
0.691
1.064
0.298
0.346
0.566

标准误

0.058
0.067
0.076
0.119
0.123
0.143
0.067
0.073
0.087

置信区间

LLCI
0.107
0.133
0.283
0.390
0.450
0.784
0.168
0.202
0.396

ULCI
0.333
0.395
0.581
0.856
0.931
1.343
0.429
0.490
0.736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亲社会印记源对社会福利逻辑在商业企业中的嵌入起到显著促进作用。经历过亲社

会印记源的企业家因为相近熟悉的情境，会拉近企业家与受益者的距离，这种感同身受促使企业家更有可

能站在受益对象的角度考虑问题。亲社会印记源为企业家提供了聚焦的、专业的信息，使他们更加了解目

标人群的状况，更有可能帮助目标人群脱离困境。

本研究还表明商业企业嵌入社会福利逻辑需要道德、价值观层面的内在推动，其中企业家社会移情能

力、社会责任认知和社会自我效能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该结论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商业企业家参与

社会创业的机制过程。与商业创业不同，亲社会印记重塑了商业企业家看待商业运行的方式，促使他们形

成追求公平公正、帮助边缘群体的价值观念。

另外，不同印记源产生的印记效果是不同的。三种印记源中，成长环境和教育经历与工作经历在作用

过程中存在差异。成长环境通过社会责任认知和社会自我效能两种机制发挥作用，而教育经历的作用机制

只有社会自我效能。工作经历的作用机制最多，包括社会移情能力、社会责任认知和社会自我效能。之所

以出现这种差异，可能在于前两者是一种间接式印记过程，后者是直接体验式印记过程。成长环境主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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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生活中的言传身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但终究是间接式的，所以在认知、理解和认同上不够深

入。教育印记过程主要通过说教、灌输的方式进行，同样是间接式的。这种印记过程缺乏体验感，导致印记

效果相对较弱，主要是通过传递相关的专业知识使得企业家意识到自己具备相应能力，这可能是导致教育

经历的中介路径有限且不稳定的原因。与成长环境和教育经历不同，工作经历是体验式的，它提供的是一

种亲身经历，是通过体验最终内化的过程，容易产生过程和结果的统一。作为一种过程，印记对象在体验中

经历从观察、思考、反思到实践的过程。作为一种结果，它使印记对象从对事物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

识，形成对事物更深层次的看法，为在内心深处创造相应的逻辑提供适宜的环境并且使印记对象的认知得

以深化，情感得以升华。因而，从内生主动性角度而言，直接体验式的工作经历最具有稳定性，通过社会移

情能力、社会责任认知和社会自我效能三种机制发挥作用。相较于成长环境和教育经历，其效果最明显。

分析显示直接体验式印记源提供的是一种厚重的印记过程，它能够更稳定地存在并与其他印记源形成叠加

从而影响事物发展轨迹。而那些间接的非体验式印记过程虽然也能产生一定的作用，但其存在是表层的，

非根深蒂固，它与其他印记源叠加影响事物发展轨迹的作用也是不稳定和有限的。

尽管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研究样本需要进一步改

进。由于研究者能力所限，主要采用了方便采样的方法。样本虽然调查到了不同区域的企业家，但样本的

随机性水平还有待提高，对样本企业的内部指标包括组织架构等因素也没有做出更加精细的要求。其次，

商业企业家嵌入社会福利逻辑进行社会创业之后的内部问题深入不够。最后，本研究主要探讨了被隐藏的

亲社会印记在社会福利逻辑嵌入中的作用机制，但对两者关系中的调节因素缺乏探讨。这些问题需要在未

来的研究中做出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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